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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国内哲学研究在总体上仍呈现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足鼎立之势。它们 

各 自争论的最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辩护、西方哲学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 

造性诠释等问题。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间或有某些原创一P-_成分，个别的甚至堪同国际水准相媲美，但总的 

说不宜估计过高。研究现状中最引人注目者乃是一系列悖谬现象：哲学的自觉与哲学的 自我迷失、哲学的创 

造冲动与哲学的底气不足、哲学的通达与哲学的自闭、哲学的繁荣与哲学的贫乏等等。如何“哲学地”“思”乃 

是全部问题的症结和关键。面向未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使“说”哲学(外在的、对象化的、旁观式的)变成 

“做”哲学(内在的、体认式的、上手状态的)。它的恰当解决，乃是中国哲学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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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眸近年来的国内哲学研究状况，我们作为“当事人”置身其中，有一种特别的局限，既因缺乏必 

要时间距离而难以看清原委，也因种种牵挂而难得客观公允；但作为“在场”“见证人”，又有一种“认识论 

特权”，这多少鼓励了我们对现状作出某种可能的刻画和评估，尽管它充满种种学术风险。 

全面检讨国内哲学研究现状，梳理并总结其进展，进而给予公正评价，笔者殊难胜任。本文不打算 

面面俱到地陈述具体研究成果，仅从私人视角出发，就某些自认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及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和评论，报道一个有限观察者的感受及体会。由于基于有限观察而非纯客观描述，局限性在所难免。 

2．深切理解国内哲学研究状况，就不能不追溯改革开放以来乃至晚清以来中国的历史处境。作为 

历史积淀的结果，今天的状态以浓缩了的形式折射着中国哲学的历史场景。中国哲学的命运其实早在 

那些时候就已经被注定了。 

近代以来的文化焦虑固然源于民族危亡，但更深地源自学理上的悖结，它决定并塑造了中国人特别 

是中国学术的文化情结。这种打不开的情结作为无法逃避的历史遗产，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判 

断和哲学运思。时代的纠葛与矛盾、悖结与尴尬，早已被张之洞点破：“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 

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 

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1 

熊十力则说：“自清季以迄民国，治哲学者可以说一致崇尚西洋；不免轻视本国的学术。虽则留学界人士亦 

谈国学，而腰其实际，大概以中国的瓶子装西洋的酒。至于中国的瓶子有土产的酒否，似乎不甚过问。”∞] 

他以严复为例：“又陵号为博通，而其言老子尚以西洋学人相缘附，其他更不问可知。吾于此不及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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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念数典忘祖，昔人所耻，今新运创开，自省改正从前错误；哲学界宜注重中国固有精神遗产与东方先进 

哲学思想之研究 ，外学长处不可不竭力吸收，国学有长 ，亦未可忽而不究 ，此吾所欲言者也。”_2 文化上的 

弱国心态成为国人心头自晚清以降即挥之不去的阴影，它总是或明或暗地左右着我们的文化选择和文 

化言说姿态。这同样影响了迄今为止的我国哲学研究的面貌和格局。 

进入 21世纪，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思想到学术的转向。新世纪伊始， 

国内哲学界完成了由“破”到“立”的转变。追求“纯”哲学的诉求作为有积极意义的征兆构成其标志。对 

启蒙情结的超越是决定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其优点是冷静地处理学问，使之不再过多地受到价值偏 

好的干扰；其弱点是学问有可能沦为价值无涉的工具性规定，以致变成“炫技”式的杂耍，从而丧失应有 

的担当。这又内在地凸显了学问的合法性危机。 

3．从内容的角度说，目前国内哲学之学术研究，在总体上仍呈现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 

哲学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哲学领域重新提出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直面“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它涉 

及一个更具始源性和本然性的问题：究竟何谓“哲学”?它是西方文化独有的产物还是不同文化传统能 

够共享的称谓?中国有无本体论?中西语境中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是一种怎样的语义关系?西方 

哲学领域则对构成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内核的“存在”范畴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既关乎“哲学”在西方 

语境中的本真含义，又牵扯立足于中国本土化立场的跨文化的可翻译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对 

马克思思想的存在论旨趣加以探讨，直接涉及如何解释马克思哲学的真谛问题：马克思终结了还是拯救 

了哲学?马克思哲学消解了还是重建了本体论?归结起来，不外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辩护问题、西方哲 

学的本土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诠释问题。 

对哲学“元问题”的清算和追究，不仅是人们的兴趣使然，更是问题自身逻辑逼迫的结果。例如对 

“Being”问题的澄清，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基本范畴的翻译问题(究竟译成“在”、“是”、“有”抑或其他更 

恰当)，其实对译名的选择折射着人们究竟秉持怎样的哲学立场和哲学观。它既涉及中、西、马诸领域， 

也涉及翻译 、语源学 、阐释和理解 、哲学语境 、跨文化解读等诸 多问题。在哲学范围内，这显然是一个最 

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的跨分支学科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自我澄清、中西哲学的比较和相互诠释之可能 

性、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解释能否成立等等，无不有待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几乎所有的哲学争论 

和对话都已无法逃避对前提性共识本身的清算和反省了。任何争论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都不过是不同 

预设之间冲突和碰撞的结果。哲学争论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哲学的”，从而成为正当的、有意义的和 

建设性的?其边际条件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反省并有待澄清的。 

“Being”问题的象征意味在于，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几乎无可逃避地隐含着一个 

西方镜像。从历史的长时段看，西方哲学的古典阶段在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去时间性的过程，其实质是通 

过对时间性的“过滤”，凸显逻辑在先性的规定，从而为一切可能的存在者寻找一个“阿基米德点”。然而 

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却表征为一条相反的进路，那便是向时间性的复归。黑格尔提出的逻辑的东西与历 

史的东西相统一的原则，就已经隐藏着哲学的“拐点”。海德格尔把“存在”与“时间”内在地联系起来，从 

而使本体论的展现成为“历史地”过程。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这一转折似乎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重 

演。2O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哲学研究不能说没有对“元问题”的探究，但总的说是缺乏哲学史支撑的。它 

基本上局限于抽象的讨论。进入 21世纪以来，传统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首先被理解为逻辑的东 

西同认识史特别是哲学史之问的统一。史论结合的方法论原则被 日益实际地运用于研究当中，哲学史 

与哲学理论之间的分际越来越变得模糊起来。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值得肯定的迹象。它的拯救是双重 

的：没有哲学史底蕴的哲学研究是肤浅的和苍白的；同样地，没有理趣的哲学史研究也不过是思想史事 

实的堆积而已。 

中国哲学研究强化元典意识 ，西方哲学研究重视词源学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兴起文本考 

据，都有助于恢复哲学研究中的历史维度。但是，我们也应注意防止另一种偏颇。以梳理“关键词”为 

例，其初衷原本是为了澄清专业术语的“本来”含义，以免人们在误读中误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 

一 种类似于专业词典式的处理方式，即把某些术语从特定文本中“拎”出来予以诠释的做法，是否又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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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另一种难堪：因对“上下文”的剥离而陷入抽象的命运?这真是有点像一个人为了躲避海水打湿衣服 

却整个人掉进了大海。它忽视了解释学循环所决定的在“理解”中的互文性意义。无论是对“关键词”进 

行词源学追溯还是对其进行学科性的界说，都难以避免上述困境。海德格尔在自己的哲学运思中娴熟 

而别致地进行词源学追溯，每每出新意。因为他把词义之发生与人的历史存在本身挂钩，从而使其获得 

了本体论意味，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词源学意义的历史生成，折射着人的“亲在”方式。然而，现象 

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在于历史性的时间之复活。如果仅仅满足于词义达到时间上的还原，恰恰消 

解了时间维度及其负载的历史性规定。或许这正是词源学方法在哲学上的运用之局限性所在。其实， 

关键词的每一次使用都意味着一种意义的生成，我们既无办法也无资格先验地判定哪一次使用究竟是 

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从形式的角度看，中国当代哲学研究 Et益表现为对学术纯粹性的自觉追求，这在中、西、马诸领域均 

有所表现。哲学回到自身同样表征为回到自身的学术纯正性方面。哲学在以往承担了过多的职能，甚 

至出现哲学全能主义的局面。这与其说是给予哲学过多的荣誉，倒不如说是给予它过多的侮辱。 

4．近年来国内哲学研究成果中间或有某些原创性成分，个别的甚至堪同国际水准相媲美，但总的说 

不宜估计过高。研究现状中最引人注目者乃是一系列悖谬现象：哲学的自觉与哲学的自我迷失、哲学的 

创造冲动与哲学的底气不足、哲学的通达与哲学的自闭、哲学的繁荣与哲学的贫乏等等。 

5．鲁迅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 

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 。”l_3]( ∞文学的 自觉在于文学的 自我复归 。在此意义上 ，我们 

今天也可谓迎来了一个“哲学的自觉时代”。晚清以来哲学所遭遇的种种问题，迄今终于被集中地予以 

追问和清算，其广度和深度到了今天都具有空前的意义。没有东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激荡，何以会有这般 

问题!哲学自觉的标志何在?内在地说，在于哲学研究本身成为反思对象。哲学诸领域的思考Et益聚 

焦于“元问题”，它不是寻求或针对答案，而是质疑提问方式本身，因而是一种前提性的拷问。这些领域 

的问题最后均指向一个共同论域：哲学之为哲学的内在理由和基本判准何在?外在地说，则在于哲学及 

诸分支的学科意识Et益凸显，划界标准、辨识尺度、自我定位要求愈益被自觉地考量并予以强调。 

但吊诡的是，目前国内哲学研究却面临着 自我迷失的难题。原因很多。就外部说，主要是中国文化 

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陷入 自我认同危机，从而导致哲学的自我确认之困难；世俗化的冲击 Et益广泛和 

深化，使哲学面临背离内在尺度要求的诱惑。从内部说，主要是哲学的自我把握方式失当，哲学因知识 

论化而疏离了“思”之本性；哲学研究和教育的现代性体制安排，进一步强化了此种偏执。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纠葛，中、西、马诸领域都遇到一个致力于寻求 自身之本真性的问题：怎样的研究 

才算是本真的研究?哲学上很多争论其实追究起来无非源自一个十分隐蔽的问题：究竟如何“做”哲学 

才像是那么回事?没有谁愿意公开地谈论这个问题，但在每个 自认为研究哲学的人的心 目中都有自己 

的答案 。 

以研究西方哲学为例。陈康提出过有代表性的见解。在谈及哲学训练时，他力倡“纯客观地读”，并 

解释说：“所谓纯客观地读，指不搀杂己见于其中。最容易渗入的是自己对书中思想的评论，思想未经训 

练的人读书往往人我不分(他们的言论和文章使人不知其为叙述哲学史还是讨论哲学问题)。这一点我 

们必须避免。当我们训练我们自己时，最重要的是认知作者如何思想，思想些什么；至于评论其思想之 

是非，那乃是次一步的事，此时必须抛开，以免混乱自己的思想。~[4](P534-535)读书如此，研究又如何呢?按 

陈康的意见 ，“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淆逻 

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 

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l_4]( 。他特别强调研究西方哲学的必备 

条件之一乃是“客观的态度”l_5](P。 。这实乃确立一理想，即“再现”文本的“已有”思想。此观点体现的 

是对文本意义的朴素实在论式的理解。其假设是文本的固有意义与我们的解释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 

限，而且我们能够自觉意识到并把握住这条界限。文本的意义被理解为先于解释而独立存在的规定。 

这可以说是典型的“我注六经”的态度。这种领会方式若推向极端，势必抹煞解释学揭橥的阐释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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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生成性，遮蔽掉解释学所彰显的问题。况且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中间还横隔着一层文化的樊篱， 

这又增加了一种特别的困难和障碍。它在极有限的意义上是对的，一旦超出一定的限度，我们怀疑，它 

能否做到，又能做到几分?即使陈康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正是我的理想，只怕不能完全做到”_4]( “’。 

诚然，“不能”不等于“不应”，但不可能性的凸显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人们对应然性诉求的热情。具 

有讽刺意味的是，过分强调纯正性恰恰把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所固有的非西方叙事角度的合法性给剥 

夺 了。 

早在 1944年，陈康在为他所翻译的《巴曼尼得斯篇》写的序言中就说：“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 

(指当时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引注)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 

(这绝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 ． 

正地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 

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_5](n∞这自然不是说拿中国文化背景和思想偏好去解释西方哲学，让西 

方人因感到新鲜而欣赏，就能够使“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真正地昭著于全世界”。在陈氏看来， 

那并非真本事。因为如此这般，一则违背了哲学史研究的纯“客观的态度”，二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 

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诚然，跟外国人讲中国学问，或跟中国人讲外国学问，还算不上真能耐。 

为西方人所真正推重且心悦诚服的，乃是跟他们讲西方哲学且讲得让其觉得同自己难分伯仲。有同行 

学者指出：陈康“这番话⋯⋯表达了我们中国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工作者应有的抱负，，[ 。它显然代表 

了国人在研究西方哲学方面所孜孜以求的理想，即能够像西方人那样“原汁原味”地解读并叙述西方哲 

学。但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史却一再表明，这一理想注定要落空。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借解释学之 

助，直面这一无奈的现实，正视中国式解读的合法性，把它作为应走之路。 

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哲学具有不可翻译性，这不仅指语言层面的，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文化意义上的 

隔膜所决定的那种性质。假设语言障碍全无，仍将存在未曾或不能解决的困难。以殷海光和王浩为例。 

据林毓生回忆：“除了最后几年，殷先生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以外，攻击中国传统，提倡科学与民主，是他 

一 生言行的目标。”E6] 。 ’但“在他的学术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并没有重大的原创贡献；这是 

他晚年提到的遗憾之一”[6_ ∞。所以如此，林的解释是道德与知识之间的紧张：“逻辑与分析哲学的研 

究是需要在极端冷静的心情下钻研的。殷先生经常处在道德愤怒与纯理追求的两极所造成的‘紧张’的 

心情中，自然不易获致重大的学术成就。⋯⋯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致原创成就正是因为道德成就 

过多的缘故。”E6] ”其实问题的要害不在于个人原因，而在于文化的隔膜。即使是道德人格的追求真 

的妨碍了纯学术的成就，那也依然是中国的传统使然，其性质是文化的而非个人选择的。因此，“殷海光 

现象”内在地决定于中国传统致思取向和偏好同西方哲学的异质性。耐人寻味的是，殷氏在临终前曾向 

他的老对手、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表示 ：“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这样深 

厚；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I6 弛’其原因固然复杂，但在西方哲学研究上原创性贡献的阙 

如造成的挫折感乃至失败感，恐怕是更隐秘也更本质的原因。美籍华裔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无论在语言 

还是在专业方面都能同世界一流学者进行对等的对话。他在病逝前不久曾说过令人深思的话：自己去 

国近五十年，脱离了中国文化传统，又始终跟西方隔着一层-7]。在东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交往中，这种隔 

膜不可能在绝对的意义上被去除。即使像王浩这样出色的研究西方学问且长期生活在美国的学者，也 

仍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限制。这种不可逾越的隔膜，注定使那种追求西方哲学的东方式叙述回归其本 

真性的理想被无限期地搁置。 

哲学上的“西学东渐”既受文化变量“干扰”，亦难免历史的“矫正”。中国历史一文化语境对西方哲 

学的“期待”视野，就是一个难以剔除的先在规定。贺麟在其《黑格尔学述》“后序”中曾坦率地承认：“我 

之所以译述黑格尔，其实，时代的兴趣居多。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都是：政治方面，正当 

强邻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的时代；学术方面，正当启蒙运动之后；文艺方面，正当浪漫文艺 

运动之后——因此很有些相同，黑格尔的学说于解答时代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_8](九̈’他翻 

译、介绍、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原初动机主要源自时代需要。这正应了马克思的那句话：“理论在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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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Ig]( ”就此而言，西方哲学文本的解读方式 

和意义建构，乃是由中国的时代需要塑造并决定的。 

近年来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追求“原汁原味”的努力和尝试，值得一提的大致有：第一，关键词的梳 

理。在对西方哲学的译介和研究中，对关键词的梳理，成为近年来的一个令人注目的迹象。它甚至成为 

论文的标题，和重要学术杂志开辟的专栏。2001年，中外学者合编的大型工具书《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 

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特点之一是“所有条目都包括一段引自[西方]古典文献或现代文献的例证 

性文字”-1 0]“序 。这些无疑都体现了一种本然地解读并消化西方哲学术语及其负载的特定内涵的诉 

求。第二，西方哲学英文文本的引进和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出版一批英文版的“西方基 

本经典”，其中哲学(含伦理学)方面的自古希腊直到当代约有三十五种之多。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出版“西学影印丛书”，包括哲学及诸分支学科的经典著作(英文版)选读若干部。第三，对西方哲学语境 

的还原和追溯的努力。例如“Being”问题的讨论，不仅仅是单纯术语语义之辨析，更关乎哲学视野的确 

立、哲学的契人方式和领悟方式，进而规定着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言说方式，因而是一个带有本然性 

和始源性的元哲学问题。由于其本根性，它所折射出来的内涵几乎比所有其他问题的内涵都更为深邃 

而丰富。因为它涉及哲学的双重本真性：一是回溯性的，即能否回到西方哲学的源头；二是异质性的，即 

中西思想在跨文化理解中的可通约性，包括语言和思想的本真追求是否可能。总之，它涉及古今、中外、 

思想、语言等多重差异和不同层面，全息性地成为哲学之为哲学的首要问题，体现出在西方哲学研究中 

本真地把握西方哲学精神和实质的冲动。这一讨论折射着西方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通过对基本范 

畴的词源学追溯，重新将其置人它的原初性语境中，以便再现性地生成其应有之义。 

与之相反的动向，是对中国式解读方式的默许和肯认。2002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主办、以译介外国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为宗旨的《哲学译丛》易名为《世界哲学》，其定位和职能亦随之发 

生了某种嬗变。可以说，这次易名和改刊，是西方哲学研究界的一个有象征意味的变化。“哲学译丛”是 

单向度的，“世界哲学”则是双向互动的，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对话式的平台。此举意味着杂志不再囿于翻 

译作品，而且发表国内学者的原创作品。它显示出更加开放的姿态，且预示着西方哲学研究范式的某种 

转变，即由单纯移译到阐释的过渡。更深层的含义，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哲学研究中角色的转换，即由译 

介者转变为解读者、对话者，折射着中国学者对学术自主性的期盼，即在创造性地诠释西方哲学中自觉 

地融人东方视角。在这里，东方立场已不再被看成是消极的、负面的、有待被剔除的规定，而是被看作正 

当的、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前提。从某种角度说，它体现了中国哲学家的自信和自主意识的提高。但 

也不得不承认，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学术挫折感造成的对现实之局限性的无奈的默许和正视。也许后者 

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中而不太愿意被显化为自觉清算的问题。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八卷本《西方 

哲学史(学术版)》于 200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齐。该书的最大特色也许就在于把西方哲学的中国式 

解读变成正当的探究方式加以确认，从而代表一种西方哲学研究的新叙事模式的诞生。 

对西方哲学进行原汁原味的研究，始终是中国研究者孜孜以求的崇高目标，甚至成为挥之不去的情 

结。但客观上的不可能迫使人们只有退而求其次，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现实的态度。西方哲学研究呈 

现出某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通过追溯和回归以求还原其本真性，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强调中国式 

解读的合法性。这一尴尬意味着什么呢?前者体现了埋藏在西方哲学研究者内心的理想，后者是对研 

究现状和客观限制的无奈认可。 

伊赛亚 ·伯林说：“如果把四位一流的英国哲学家和四位一流的法国哲学家送到一个荒岛上至少生 

活三年时间，强迫他们彼此谈论哲学问题，我不能肯定双方能否实现沟通。”[】I] 困难何在?“对于来 

自不同营垒的哲学家，最困难的任务是翻译。也许这是件没有希望的事情。”'】I]㈣ 此所谓“翻译”主要 

不是语言的而是思想的。西方传统内部的哲学交流尚且面临如此尴尬处境，更何况分别来 自东西方文 

化背景的哲学了。但是，哲学境界的绝对性又先验地决定了哲学的可沟通性及彼此的可理解性。问题 

在于，这种可理解性未必一定要通过实际的交往和翻译，以老子所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老子 ·第四十七章》)的内省工夫也能够达致。承认这一点，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了哲学交往的必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0 文史哲 ·2007年第3期 

要性，从而使真正的困难成为多余。因为“我”与“你”的界限之瓦解不是通过彼此的沟通，而是通过内省 

方式回归于“我”，走的是一条内在化的路子。由此引向了中国哲学的自我体认问题。 

但事实上，作为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今日中国哲学早已不再是原生态意义上的中国 

哲学了。中国的哲学研究宿命般地遇到了东西方文化的纠葛这道门槛。中国哲学的自我究竟向何处找 

寻?钱穆强调：“治中国学问，还是有中国的一套，不能不另有讲究。”[1z]㈣ 这诚然是就史学讲的，但对 

于哲学也不失其启示意义。拿西方哲学格式去解读和重构中国思想，这究竟是一种敞显还是一种遮蔽? 

这是我们今天遭遇的难题之一。在语言方面，《马氏文通》就是一个显例。西方哲学的介入是否诱发并 

展现出来了中国思想的新的可能性呢?“郢书燕说”在解释学上应当被允许，因为误读也可能有正面意 

义。但在学术上，这一判断能否成立?又在何种意义上成立?一般而论，西方哲学对于中国思想之开启 

性和遮蔽性并存。问题是它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开启性的，又在什么意义上是遮蔽性的?就西方哲学 

为中国思想提供一种自我体认的参照和借镜而言，被西方哲学“中介”了的中国思想恰恰获得了一次诠 

释的机缘。因此，对于中国思想而言，西方哲学并非只具有消极意义，关键是如何恰当地对待和把握它。 

在解释学意义上，西方哲学和中国思想无疑能够相互发明、相互参照，并在这一过程中彼此获得意义的 

生成。但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中国哲学研究无论在内容抑或形式上都变得越来越像西方思想，包括措 

辞、解释框架及思考方式。更深一层次的问题是，“中国哲学”这一称谓能否成立?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 

该称谓就像“方形的圆”一样不可思议。其中包含立场截然相反的两类：一是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立场上 

的学者认为这一提法隐含着西方文化霸权，拿西方的专名来指称中国思想，这本身就意味着文化上的不 

对等；一是站在西方中心论立场上的学者认为哲学作为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只是在西学语境中才有其 

纯正意义，拿它来称呼中国思想乃是对东西方文化之异质性的抹煞。这一争论表明，中国思想的自我定 

位和自我体认，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以“马”释“中”或 以“西”释“中”，忽视了中西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按照西学的逻辑框架来整理 、 

解释并重构中国思想，结果是其原有韵味荡然无存。“重写中国哲学史”口号的提出，隐含着“拨乱反正” 

的祈求，表达了对中学西化的不满。但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西方哲学使得中国思想成为“中国哲学”。无 

论中国有没有“哲学”，都无法摆脱一个“镜像”背后的“他者”之先行地被设定了。这恰恰是中国思想的 

文化一历史处境之尴尬，也是中国思想本身之无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中国哲学研究寻求回到“原 

汁原味”时，西方哲学研究却以解释学为藉口而放弃“原汁原味”的追求。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各 自在寻找 

真实的 自我时呈现出来的彷徨和徘徊呢? 

6．不仅如此，哲学的自我迷失更深刻地表现为“思”的遗忘和遮蔽。这种遗忘和遮蔽与对待哲学的 

方式不当有关。知识论的对待方式妨碍了哲学之为哲学所固有的本性之展现，从而导致了哲学的异化。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哲学的危机是“‘在’的遗忘”。其实归根到底乃是“‘思’的遗忘”。在我们现有的 

哲学研究中，“思”之对象、“思”之方法、“思”之结果，都被我们关注到了，并作为学问一一探究，但唯一缺 

乏的就是“思”之本身。作为对象之“思”，只能是某种知识或技巧，严格地说与哲学无关。从总体上看， 

近年来的哲学研究仍然囿于“说”哲学，而非“做”哲学，即仅仅把哲学作为陈述对象，而未进入“思”之状 

态。例如，人们更多地是“说”分析哲学而非“做”分析哲学。关于分析哲学“说”了许多，然而按照分析哲 

学的方法和原则去“做”哲学，实际地处理哲学问题，进行哲学“诊断”，却鲜有其人。现象学的情形亦然。 

就像海德格尔说的，这不是“进入哲学 中”或“逗 留于哲学 中”，而是“在哲学之上，也即在哲学之 

外，，[̈ 嘲”。总之不是参与者角色，而是旁观者姿态。这是致命的问题。 

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囿于“照着讲”的居多，总体上未形成“接着讲”的习惯和能力。不少论著给人的 

印象似乎是编译式的“转述”，顶多是一种知识分类学工夫，或是一种高级学术报道或综述，其中鲜有独 

自体贴出来的新颖的思想或观点，更难发现其中有睿智和洞见。这种“无我”式的姿态难以称得上名副 

其实的“研究”，因为“介绍”(哪怕是高级的介绍)也并不等于“研究”。哲学在其视野中被置于对象化的 

位置，它所体现的不是内在的关系，而是与己无关的身外之物。之所以如此，与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 

不对等格局有关，但长期安于这一状态就难以令人接受了。它的确养成了一种思想上的惰性，从而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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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思想自主性和学术原创性。“述而不作”往往被看作学术上严谨的表现，其实许多时候它也可以成为 

缺乏原创力的“遁词”。尼采说：“那些埋首于堆积如山的书籍中，无所作为的学者，最后终会完全失去为 

自己而思想的能力。如果没有书本在他的手上，他就根本不能思想。”[1 ]( ’更可怕的是，即使有书在 

手，他仍然不愿或不会思想。因为“学者把他一切的能力都放在肯定、否定或批判那些早已被人写出来 

的东西上——而他自己却不再思想”[1 ]( ”。伯林也曾对哲学史研究有这样的抱怨：“作者根本就不是 

哲学研究者，他不理解怎么样去思考哲学问题，也不知道他人思考这些问题以及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动 

机和原因，也即他不能抓住哲学家们力图去回答、分析或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他研究的只是简单地 

抄写——他写道，笛卡尔这样说，斯宾诺莎那样说，而休谟认为他们两人都不对。这全是些死气沉沉的 

东西。~[11](Pgl-gg)历史上谁说过什么，谁又说过什么，如此这般地排比罗列下来，以示渊博扎实，但全然不 

知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且与生命撅为两截。哲学的切己性因此衰弱，与生命的关联 日益淡薄，甚至 

沦为一种与生命无关的、游离本然根基的纯技巧训练。哲学史领域固然有知识性的内容，但它只有被纳 

入实践着的“思”才能“活”起来，从而超越其知识论性质。 

哲学归根到底不是被“谈论”的对象 ，而是一种独特的运思方式或状态。只有在实际的运思中，哲学 

才本真地显现为它自身。离开了“思”，必将导致哲学的遮蔽。在此意义上，哲学永远都是内在性和实践 

性的。哲学研究只有采取内在的和实践的态度，才是恰当的。内在的态度要求研究者摈弃那种旁观者 

的姿态，以参与者的角色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融人其中。实践的态度并非要求研究者理论联系实际，拿哲 

学史知识指导具体实践，而是要求实际地运思，进入“思”的状态，而非像知识论训练那样把哲学史当作 

一 堆死的知识的堆积加以看待和处理。倘若把哲学当作身外之物，就难免陷入“思”的钝化状态，既丧失 

“思”之能力，也丧失“思”之冲动。“思”的能力是实践性的而非知识性的，它无法通过知识传授的方式获 

得，只能在实际的运思中逐渐地“习得”，所谓“学而时习之”。“思”的钝化和隐退，源自于哲学的自我看 

待方式和把持态度上的知识论偏差。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叙述，克尔凯廓尔认为“创造体系的哲学家就好比一个修建宫殿的人，他盖起了 

高楼大厦，但自己却栖身在旁边的茅屋里：这位幻想者自己并不置身在他所思考的东西里——但一个人 

的思想必须是他自己居住其中的建筑，否则事情就被颠倒了~[15](P514-515)。其实早在苏格拉底所推崇的 

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中就已经内蕴着哲学的反身性指向了。黑格尔则把哲学理解为反思活动。所 

有这些，都意味着哲学应该是一种切己式的体认活动。因此，黑格尔说：“为了达到哲学，必须忘身地冲 

进去。”_l 6_ 对于哲学而言，体认式地把握和领会是唯一恰当的追问方式。关于哲学的非旁观性，贺麟 

说：“我们虽不会做诗唱歌，却可以欣赏诗歌，我们虽不会弹琴，却可以欣赏音乐，虽不会演戏写剧本，却 

可以欣赏戏剧，虽不会画画，却可以欣赏绘画。反之，我们若不会思想，却不能了解或欣赏哲学思想。换 

言之，要想具备艺术常识，我们无须实地做艺术工作，但是要想具备哲学常识，我们却不能不作哲学思 

考。这是获得哲学常识较获得艺术常识要困难些的地方。”口 ](序I ’当然 ，欣赏音乐也需要有能够欣赏 

音乐的耳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 

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 。_J( ’问题在于，欣赏音乐，只是需要具有音乐感的耳朵，而不是需要音 

乐家的耳朵。对于哲学来说则不然。要真正领悟哲学，从而领略哲学的魅力，就必须进入哲学，成为哲 

学家。旁观式的态度用来研究科学可以而且必需，因为科学认知固有其价值中立的客观性要求，但拿这 

种态度来研究哲学则绝对不行。 

如何“哲学地”“思”乃是全部问题的要害和关键。不是“哲学的”，而是“哲学地”。不思想的哲学一 

定是伪哲学。“科学不思想”也许是科学的本性使然，但“哲学不思想”却是对自我本性的背叛和遮蔽，从 

而使哲学不成其为哲学。真正的哲学是动词性的而非名词性的。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即“哲学”不能被 

当作“对象”，只应被当作“活动”，亦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哲学活动”。人们总是大谈哲学如何如何，其实 

并未内在地契人哲学，仍然未曾与哲学“谋面”。正是在这种旁观式的叙事中，我们与哲学失之交臂。哲 

学只能在实际地“思”中敞显自身，“是其所是”。这种内在性要求我们“哲学地”“思”，并在实际运思中领 

会何谓哲学。只能在“思”中领会“思”，因此必须先行地进入“思”之状态，让我们“思”起来。也许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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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是在研究哲学，哲学被对象化为外在于研究者的规定，恰恰是研究之所以可能的前提。问题是， 

哲学在被如此对待时已经被遮蔽了，又何谈研究?只有内在地进入哲学状态，才能敞显哲学，使之“是其 

所是”，从而被“研究”。在此意义上，哲学只能是体认性的。 

哲学不思想还有其体制方面的原因。日益成熟的现代性及其所塑造的现代社会及人的存在方式， 

为哲学准备了无可逃避的历史前提。在现代性境域中，哲学何以自处?它将扮演何种角色?又将如何 

扮演?在进入这种角色时自身又面临着怎样的命运? 

今天从事学术研究，已不再可能是私人行为，而是体制化了的知识论学科规训(discipline)的凝视对 

象。因此，不得不考量学术体制和制度对哲学研究活动的深刻影响。在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中，哲学 日益 

蜕变为海德格尔所说的“一件学院之事、组织之事与技术之事”_】9] ”。哲学因此沦为一种知识论规训， 

从而变得与人的内在生命无关。其后果往往是把学问引向功利之途。如此一来，当年熊十力所倡导的 

那种“绝意事功而凝神学术”_2o] 的精神和志向便荡然无存。这真是不幸而被海德格尔所言中：“知识 

产生了，思却消失了。 C 3] 所谓“学而不思则罔”。哲学的学科化是现代知识体制的必然要求。一旦 

学科化，就有了界囿和分野，“思”便消亡于学科视野的局限之中了。就像海德格尔所强调的，如此一来 

就“把思变成‘哲学’，把哲学又变成知识而知识本身又变成学院及学院活动中的事”口3] 。学术研究 

当然需要有规矩，但它应该是内在的，是通过学者秉持的信念维系的，而非靠外在的格式化和形式化的 

强迫，靠机械的强制来履行的。其实有无繁文缛节并不那么重要，有时规范甚至会造成负面影响，重要 

的是对哲学有无诚意。这才是最为根本和最具前提性的。 

对学术技巧的娴熟或过度关注，妨碍了我们进入“思”之状态，使“思”在“学问”中“死”去。人们不再 

习惯于实际地运思，而是习惯并满足于技巧的炫耀和自我欣赏。在一定意义上，“思”死于程式化。当 

然，人们会说，我们并不是天才，我们只是常人。诚然如此。但这究竟是结果，还是原因呢?现有的模式 

是否恰恰妨碍了我们渴望成就自己的冲动，抑制了我们的潜能的最大限度的诱发呢?对学术规范的强 

调，其正面意义可能在于使学者对学问的目的性追求得到制度保障，强调专业的边界，明晰学问的门槛 

和资格。但也存在着异化的危险。遗憾的是，其负面意义却很少为人们注意。其实此方面亦绝不可忽 

视。因为它所造成的危害有时候甚至不亚于没有规则。因为我们是“做”哲学，而非玩弄技巧。“古人之 

言，欲以淑人；后人之言，欲以炫己。”_21] 这种变异因现代体制化诉求而得以强化并合法化。学者至 

少在潜意识中有一种迷恋和崇拜技巧的偏好。它也许是智慧成熟化的一种代价，但毕竟是对智慧之探 

求的偏离和遮蔽。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值得哲学研究者们深思。在学术上，“技”可谓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充当人“道”的凭借，也可沦为人“道”的障碍，关键在于进乎“技”还是囿于“技”。有人以“杂技”比喻 

钱钟书的学问“功夫”，挑出其代表作《谈艺录》和《管锥编》评论说：“它们就像杂耍艺人用以谋生、惑众和 

炫耀的绝活儿，它们存在的价值在于令观众叹为观止，在于博取看客的‘Wow’声⋯⋯。~[22](P1 71)因为钱 

氏“只能在章句的层次上表演记忆力的戏法，而且舍此无它~[22](P1 76)。这些近乎“酷评”的批评未免过于 

刻薄，但也多少道出了部分真实。评论者认为钱氏著作缺乏实用及审美价值，亦无思想价值，由此推断 

《谈艺录》和《管锥编》“是自私的，是势利地抬高门槛为难人的，是以显摆为主要目的的~[22](PI 74)。尽管钱 

氏不是哲学家，但对他的批评也有益于增进哲学研究的自省，因为他的路子及其影响随着“由思想向学 

术的转变”早已波及哲学研究的范围。诚然，钱氏是唯一的，他在学问上所达到的高难度技巧的确是罕 

有其匹的，可谓在他那个意义上，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但钱氏却代表了一种癖好或理想，诱使不少人以 

为只有像他那样才是“做学问”，从而也才是“真学问”。就此而言，将其称作“钱氏现象”也不为过。 

知识论规训对哲学内在精神的束缚和阉割日益严重。形式主义的“新八股”，假学术规范之名堂而 

皇之地盛行。责其实，不过是些花拳绣腿而已。历史上真正的思想大都不曾是外在规范塑造出来的。 

在经典作品中，既有几乎不引任何一位前人论述的文本，像布伯的《我与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 

论》；也有附注篇幅大于正文的文本，像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无论是否援引，皆应出于著 

作本身的需要，不应为了迎合某种外在的规范。上举布伯和维特根斯坦之书都是劈头就说，皆无已有研 

究的综述，亦无前人贡献的说明，不曾理会历史上有过什么说法，且无一个注释，显得相当独断。若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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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准，肯定不合学术规范，甚至被置于不入流著作之列。布伯在自己书中是以先知式的语气述说的。 

先知不会引经据典，也没有经典可引，因为他的话本身就是经典。这样一种气魄和境界，只有布伯式的 

思想家才有，并因此才当之无愧。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则告诉我们，哲学原来还可以这样写。有 

人会说，繁文缛节固然不适用于天才，但适用于常人。这也许是对的。可怕的是，人们在弄清自己是否 

天才之前已先行地深陷罗网并被其窒息了。也可能有人会说，大师可以，我们不可以。既然是大师，就 

需要我们学习。作为常人的我们“虽不能至”，然总该“心向往之”吧。 

在现代性的学科规训中，哲学的体制化的结果是：一方面使哲学的研究活动成为知识生产和知识传 

递过程，另一方面使哲学研究者沦为被制度“凝视”的、不值得信任的、丧失了自主性的对象性规定。其 

深远影响不仅波及哲学研究本身，更深刻的是它还波及哲学教育，因为教育为研究提供“后备军”。教育 

模式的特点不能不直接决定着未来的研究方式，因为大批的后续研究者是按照这种培养模式训练出来 

的。现行哲学教育模式的问题在于，它已经预设了哲学的知识论性质，从而使之沦为一种单纯的知识训 

练。知识训练无论多么勤奋刻苦也不足以成为成就哲学运思的充分条件。道布当年在给黑格尔的信中 

说：“哲学家带来勤奋，而名为黑格尔的哲学家还带来很多另外的东西，⋯⋯这里面有着仅靠勤奋所不能 

得到的东西。”I23] H”这固然有恭维黑格尔的成分，但也道出了某种事实。在现行哲学训练中，勤奋之外 

的东西被实际地和体制性地忽略了。人的灵性、人的天赋的诱发只能在现有学术制度外才能被考虑。 

牟宗三说：“读哲学，须有慧解，亦须有真性情。”I2 j‘‘慧解”及“真性情”均为知识(论)所不逮。前者需要 

悟性，它作为能力不是单纯靠知识训练或积累即可成就的；后者意味着生命与哲学处于无隔状态，它同 

作为身外之物的知识毫无关系。 

另外，“思”之遮蔽，还与世俗化的冲击和影响有关。恩格斯说：“德国人是一个哲学民族。~[25](P591)但 

即使这样一个擅长思辨的民族也未能逃避世俗化对它的冲击。例如，“随着 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 

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I2 ]( 卯 。这个“实践的领域”就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社会 

转型进程。于是，“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 

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 

上爬的思想”I2。]( 铝 。这种妥协意味着“思辨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 

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 

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 

研究的兴趣”I2。]( 卯 铝 。当一个民族难以抵御世俗化挑战，从而屈从和“投降”时，仍然有马克思和恩格 

斯作出了全然不同的选择。离开了一个人同整个时代对抗的勇气和孤往精神，这是不可想象的。 

从 20世纪 80年代商业化对学术的消极影响，到今天的哲学接受其观念的同化，市场逻辑完成了在 

体制和观念两个层面上的双重渗透。哲学“贫困”也由学者的生存窘迫这一直观形态转变为哲学本身的 

恰当存在方式的贫乏这一隐蔽形态。从长时段看，物质主义的世俗生活对于哲学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与其说世俗化可以被看作是对哲学的一种历史性的考验，毋宁说它为哲学提供了一次机会而非灾难。 

与其消极地看待世俗化的冲击，倒不如积极地看待它。因为它使以哲学为业者不断地分化，剩下的只是 

那些死心塌地坚守心灵的人。 

7．反观哲学现状，可以发现存在着创造激情有余与学问根底不足的矛盾，表现为创造的躁动与准备 

的欠缺之间的反差。我们的时代之所以没有造就出哲学家，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哲学在历史上所曾达 

到的高度没有为后人留下足够的余地；二是历史的准备和学术积累受到种种限制；三是对待哲学所采取 

的方式不当对“思”的遮蔽。单就历史原因说，则如文化断层的存在妨碍了学问的涵养和学统的延续、鼓 

励原创力的土壤和氛围的匮乏、现代学人的浮躁等。随着东西方文化及哲学的深度交往，如学者互访、 

著作译介、留学的频繁和深化，哲学研究越来越拓展和深入了。但文化和学术的封闭造成的后遗症，仍 

然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当今哲学的研究水准。与激情和冲动相比，学养工夫相形见绌。这也是无奈之 

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研究格局及传统的形成，不能够刻意地塑造。它是逐渐生成的，有其固有的 

逻辑和自然的节奏。关键在于为其准备适宜的文化土壤和氛围。假以时日，或许有望臻于完善之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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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根柢需要逐步地“养成”，不可一蹴而就。急于求成难免欲速不达。养成又需要特定的学术传统和 

文化氛围。恢复元气受制于历史本身的成熟度。 

研究哲学的学术动机究竟是为了澄清问题，还是为了做学问?究竟是为了解决切己的生命困惑，还 

是为了还原一堆“死”知识?目的和态度不同，所选择并使用的方法自然迥异。总体而言，“六经注我”是 

弄清问题的路子，而“我注六经”则是做学问的路子。为了弄清问题的话，就容易达到切己性，成为生命 

之学。问题是自己的，是自己从本然的生命经历中独自体贴出来的，内在地源于生存体验和人生感悟。 

它无须治学的程式，亦无须将其作为谋生的行当。基于任何外在考虑的学问，无疑都是生命之学走向异 

化的必然结果。在真正的哲学家那里，丝毫看不出那种做学问的痕迹和做学问的架式。而且真正原创 

性的思想家都是拒绝模仿的(这里所谓的拒绝不是他们的主观诉求，而是他们的思想品性已然先行地阻 

断了模仿的可能性)，也是无法被复制的。就像雅斯贝尔斯所谈到的，“谁要是照着克尔凯郭尔或尼采的 

样子去做，甚至只是风格上的仿效，谁就会成为笑柄，，[̈](嘲 。因为“他们的事业是一次性的”[15](P弱 。 

模仿从一开始就从动机上排斥了创造性。因为纯真的自然流露在刻意模仿中已不复存在。当然，这并 

不构成原创性的思想家不能成为我们榜样的正当理由。也许人们会说，我们不是天才而是常人，只能规 

规矩矩、循规蹈矩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学问。所以，天才对于我们来说不具有可资借鉴的典范意义。这实 

际上意味着在你成就自己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它是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束缚，甚至是一种先行的自我 

压抑和 自我剥夺 。在学术上，谦恭是必要的，但在尝试之前就先验地否定尝试的可能性则值得怀疑。 

8．哲学的通达与自闭的矛盾，也是近年来哲学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一方面，哲学内部诸 

学科之间的壁垒日益被打破，研究内容、视野、方法逐步实现贯通和兼容；另一方面，哲学内部的诸学科 

的自圣情结和成见依然或隐或显地存在。 

哲学的本性决定了它原本是求“通”的学问。随着哲学分类学格局 的突破 ，哲学门类 内诸分支学科 

特别是中、西、马之间的壁垒日渐模糊。在许多情形下，哲学研究更多的不再是按学科而是按问题立论， 

这在学术论著及学术会议主题方面都有所体现。翻翻近年来的学术杂志总目录，可发现一个有趣现象， 

即越来越多的哲学论文题目难以按照传统分类方法加以归纳了，传统分类学规则越来越不适用了。历 

史的划分抑或类别的划分都遇到了一系列内在的困难。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来一般划分为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部分，现在就很难如此归类。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哲学向其本来意义的回归 

呢?过去的哲学内部壁垒，其缺陷在于遮蔽了哲学的有机整体性，使哲学变成一堆死的知识。海德格尔 

曾指出科学在支离破碎中其根基已经死亡，所以“科学不思想”。作为反思之学，哲学本身一旦按照科学 

式的规训加以割裂 ，“思想”也就在思想躯壳的掩盖下“死亡”了。打通 中、西、马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 

作是哲学向自我本性复归的信号。 

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正视哲学诸内部学科还有一种无形的壁垒妨碍着真正的哲学对话。以国学为 

根柢的学者容易对中国思想持“同情与敬意的了解”。有西学背景的学者对西方哲学一般持肯定态度和 

正面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更偏好按照本学科范式来裁决其他的哲学。这究竟是合法的偏见， 

还是学科成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学科的成熟不在于其范式是否已被建构起来，其学术规训是否得 

以贯彻，而在于它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限度。否则，不管这个学科取得了怎样的进展，都未曾脱 

离幼稚状态。因为它的独断和自圣情结妨碍了其开放动机和对话姿态，以致陷入孤芳 自赏和自我陶醉 

的自闭之中。这必将导致学科狭隘性和学术不宽容。在此般格局中，即使发生再多的争论，也不可能具 

有建设性，只能沦为相互否定式的诋毁。因为“此门户之见，非是非之公也”[2 ]( ”。 

鲁迅当年曾说：“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 

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 

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 

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3](P343-344)今天的情形又有多大改 

观呢?哲学内部学科的自圣情结妨碍了学科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成熟，它甚至导致学术上的自闭症。学 

科的虚假繁荣往往造成某种致命的错觉，使独断式的自负有了貌似理由的借口。学科的繁荣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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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仗外部环境或机会，而非学术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力量。当对此缺乏清醒意识或不愿意加以正视的时 

候，就容易养成一种学术上的机会主义偏好。这对于学术和学科的健康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副腐蚀剂。 

学术自闭症其实有两种表现：一是因自卑造成的信心不足，表现为对学术开放姿态的恐惧。这更多地表 

现在那些边缘化 的学科当中。一是因自负造成的 自大狂式的心态，它在表面上并不反对学术开放，但骨 

子里却有一种拒绝对话的傲慢。后者是一种更隐晦从而更容易被人忽视的自闭，相对说来其危害性也 

就更大。它一般发生在那些占有强势地位并操有话语权的学科。只要不把对方置于对等地位(无论是 

高于还是低于)，就不可能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对话。 

究竟何种问题才配称哲学问题?哲学是否也像科学那样有一个哲学与非哲学的划界标准?这个标 

准只能在实际运思的经验中生成，还是能够被先行地确立起来并先验地有效?倘若强调其先验性，就潜 

含着一种独断的可能性，其结果是导致学科的自我封闭和强烈的排他性，甚至有可能为少数人所垄断， 

沦为捍卫某种狭隘利益的工具和护身符。倘若强调其后验性，也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无原则地宽 

容，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甚至形成“优汰劣胜”的逆向淘汰机制。究竟何去何从?这应该是哲学研 

究作为社会建制所应反省的问题。一个哲学研究的生态格局和良序机制，乃是保障哲学研究健康发展 

的必要条件。应该允许不同哲学范式之间的平等竞争与相济互补。不同维度、视野、方法，其实可以并 

行不悖。它们往往并非有无、优劣、主次的关系，而是多元互补、相反相成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抑制独断 

化冲动和自圣情结，乃是在哲学运思中建立健全学术生态意识和生态格局的当务之急。 

9．我们的研究表面看上去在不停地“说”，所谓“众声喧哗”、“滔滔不绝”，研究成果在统计学意义上 

可谓汗牛充栋，使人应接不暇。今 日之学者全然没有了当年陈献章的那种 “莫笑老慵无著述，真儒不是 

郑康成”_2o] ”的气概，相反，似乎有着过剩的言说能力和无尽的言说内容，事实上却患上了“失语症”。 

这种虚假的繁荣并不能掩盖住另一种意义上的匮乏。因为我们对于 自己所说的一切并不拥有多少真正 

的话语权。就此而言，哲学研究可谓处在“富饶”中的贫乏状态。认真盘点下来，我们的“看家本领”究竟 

有哪些，又有多少?扪心 自问，在中、西 、马诸领域 ，我们究竟有多少真正拥有发明权 和发言权从而属于 

自己的东西?在繁多的哲学研究成果中又有多少是 自家真正独自体贴出来的东西?表面看上去热闹非 

凡，其实打上我们自己印记的东西着实不多。中国哲学的研究，在前辈面前，我们自愧弗如，没有真正的 

发言权；西方哲学的研究，在西方同行面前，我们是否达到了与他们进行对等沟通的水准和资格，恐怕也 

值得考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重演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许多看似新颖的见 

解，几乎都可 以从它那里找到滥觞 。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何以具有如此持久不衰的魅力?大概有这 

样几方面原因：一是我们在时代维度上正在重演着它们的历史轨迹，我们承受着它们所曾承受过的历史 

语境，现代性批判业 已成为我们 时代 的主题 ；二是纯粹理论上 的启示和诱发，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我们 

重新解读马克思提供了学理层面上的借鉴。具体地说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再认识提供启示，为我们总结和反思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提供反思工具，为我们“重读马克 

思”提供借鉴，为反思现代性提供批判资源等等。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基本轨迹上几乎 

再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路径。假如没有后者的参照，我们也许不会在相关领域取得如此进展，至 

少不会以现有状态呈现出来 。就此而言，我们无疑得益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先行发展和演进。当然这 

也有某种负面影响，例如对它的过分依赖反而养成了一种思维的懒惰。对外部思想资源的凭借，在一定 

程度上也抑制了我们自己的创新冲动、能力训练和思想 自主性。我们在研究中的确存在“依傍成习”的 

危险。离开了参照，似乎就不会讲话和思考。丧失话语权，是一种哲学上的“失语症”。表面看起来我们 

谈论了许多，以至于喋喋不休，实则空空如也。 

1O．从总体上说，眼下的哲学研究，若拿理想的模式考量之，似乎变得越来越“像”，但也只是“形似” 

而非“神似”，尚未脱离稚拙状态。也许这是它走向真正成熟的一个必要步骤。面向未来，我们真诚地期 

待中国的哲学研究逐步成熟起来。如何实现由“模仿的”(形似)到“有生命的”(神似)跨越?我们面临的 

难题是如何使“说”哲学(外在的、对象化的、旁观式的)变成“做”哲学(内在的、体认式的、上手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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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也好，话语权也罢，获得并拥有它们归根到底有赖于这种成熟。到那时。或许一切辩护皆变得多 

余，因为它只需哲学研究本身的存在来显示并证成，而不再需要任何外在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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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 — — A limited view and review 

He Zhonghua 

(Colla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 

Abstract：Generally speaking，China’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today remains tO be conducted in three divisions，namely， 

Chinese philosophy，Western philosophy and Marxist philosophy．The major issues they are contending can be generalized 

as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 philosophy，localization of W estern philosophy and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 

phy．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has seen some original content，and individual results are even comparabl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but on the whole，achievements should not be overestimated．Most conspicuous are absurd phenomena in the 

research：philosophical consciousness and loss of the self；lacking of creative enthusiasm and confidence；being philosophi— 

cal and self closing；prosperity and poverty。and SO on．How tO think“philosophically”is the crux and key of the whole 

problem．Looking into the future，we face the challenge of going further from “saying about”philosophy tO“doing”phi— 

losophy．An appropriate solution of this will open the way tO the maturity of China’S philosophical research． 

Keywords：China’S philosophical research；thinking phnosophically；doing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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